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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
段　渝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摘要：五尺道是古代四川盆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

交流往还的重要线路。但是，关于五尺道的开通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多据成说以为

是在战国末或秦代由秦开凿，这其实是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五尺 道 开 通 年 代 的 误 解。仔 细 分 析《史 记》、《汉 书》的

有关记载，并参证近年西南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五尺道 是 先 秦 古 蜀 王 国 与 西 南 夷 交 往 的 要 道 之 一，早 在 商

代就已由古蜀王国的“五丁力士”开凿，并不是始由秦在战国末或秦代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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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从蜀郡成都通往西

南夷 地 区 的 道 路 为“西 南 夷 道”①。从《史 记》、《汉

书》和《后汉书》有关西南地区的记载可以看出，先秦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西线

是“灵关道”，或称为“零关道”、“牦牛道”（一作“旄牛

道”），由蜀之成都通往云南；中线为“五尺道”，由蜀

之成都通往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东线是“牂牁

道”，或称为“夜郎道”、“南夷道”，由蜀之成都经贵州

通往两广以至南海。西线灵关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

已初通，在商周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一直发挥着

中国西部民 族 与 文 化 南 来 北 往 交 流 互 动 的 通 道 作

用，并充当着中国西南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国际交

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这方面的认

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对于中线五尺道的开通

时代，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战国末叶秦时开凿，亦
有认为秦始皇时开凿，很少异议。但是，历来对于五

尺道开通年代的认识却难以经得起推敲，实有重新

研究的必要。
一　五尺道并非秦人开凿

五尺道从古代成都南下南安（今四川乐山），经

僰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

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是古蜀以及中

原地区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同时也是

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流往还的重要

线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

尺道。”《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
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阸，故道才

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不少学者据此认为，
五尺道是战国末叶秦国开通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秦

汉时开通的。笔者曾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四川通史》
第一册中简略论证说，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

时官道，但早在殷末，杜宇即由此从昭通北上至蜀；
春秋时代，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僰”［１］卷 三，１８５，进一步

开通了成都平原与川南、滇东北的交通；以后，“秦时

常破，略通五 尺 道”②，对 自 商 周 至 战 国 时 代 已 经 存

在的这条道路予以进一步整修；这意味着，五尺道并

不 开 凿 于 秦，秦 仅 是 对 五 尺 道 加 以 重 修 和 整

建［２］１６１，２５７。葛剑雄先生在《关于古代西南 交 通 的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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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一文中亦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认为

秦法既然是“数 以 六 为 纪，符、法 冠 皆 六 寸，而 舆 六

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却公然修建“五尺道”，而严

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否

定五尺道始修造于秦［３］１－１３。从秦法而论，葛先生的

质疑确有道理。
关于五尺 道 的 命 名 问 题，本 文 后 面 还 要 论 说。

这里首先对是否秦人开凿五尺道进行考察。细审文

献，《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句

中 所 说 的“略 通”，并 不 是“开 凿 始 通”的 意 思。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

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索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

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下》
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师古

注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

北反。”如果“略通”是“开凿始通”的意思，那么为何

秦时常頞 已 经“开 凿 始 通”，汉 时 唐 蒙 又 来“开 凿 始

通”？可见，“略通”并非“开凿始通”之义，而是略取

并使之保 持 畅 通 的 意 思。可 以 看 出，《史 记》和《汉

书》先后使 用“略 通”一 词，恰 好 说 明 了 五 尺 道 在 秦

“行略取之”之前已经存在的事实。至于《汉书·西

南夷传》记载此事为“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则有

着整修和修治之义，这与《史记》的记载其实并不矛

盾，略取和整修往往是前后相接、一以贯通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秦时 常 頞 略 通 五 尺 道，诸 此 国 颇 置 吏 焉。
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 国 而 开 蜀 故 徼。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

巴蜀殷富。［４］卷 一 一 六

但《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却是：

　　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 国 而 关 蜀 故 徼。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

巴蜀殷富。［５］卷 九 五

对于“蜀 故 徼”，《史 记》记 为“开”，《汉 书》记 为

“关”，究竟是开还是关呢？对此，历史文献的记载颇

不一致③。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五尺道的开通

时代却具有关键性作用，需要认真考订。
所谓“蜀故徼”，即是西南夷诸族经由五尺道通

往蜀地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这里的“开蜀故徼”，
“开”为开通的意思。细审历史文献及其文意，我们

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开蜀故徼”的“开”（古文

写作“開”）字，实乃“関”字之误。
《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段文字所说的秦时“诸

此国颇置吏焉”，这里的“诸此国”是指位于古蜀国以

西和以南的邛、笮、冉、駹以及丹、犁等古国，这些古

国在公元前３１６年秦灭蜀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还继

续效忠于长期以来一直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的
故蜀国④［６］卷 三，１１５，而蜀国的反抗也一直没有停歇，直
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２８５年），秦国才在蜀彻

底地建立起郡县制度［７］，此后秦国才可能道通西南

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笮、冉、駹者

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这

里所说“秦时”，是指秦昭王以后的时段，而所说“秦

时尝通为郡县”，则表明从秦昭王至秦灭的时段内西

南夷与蜀之间道路畅通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

列传》接下来继续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

夷。”由此可知，既然秦在这些地方开通了郡县，置有

守吏，那么这些地方之间的道路和关隘必然就是开

通而不是关闭的。至秦灭汉兴，这些地方的族群“皆
弃此国”，即拒绝汉王朝的统治，那么这时“诸此国”
与汉王朝之蜀郡间的通道就只可能是关闭的，而不

是开通。而司马相如所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
于南夷”，意指在当前关闭的情况下应当恢复开通。
这就确切说明，在邛、笮、冉、駹等西南夷请求内附之

前，汉王朝与西南夷间的交通关隘是关闭而不是开

通的。正是因为邛、笮、冉、駹等“诸此国”关闭了蜀

与西南夷地区之间的通道，所以才会出现“巴蜀民或

窃出商贾”到南中做买卖的现象，以至产生西南夷诸

族阻碍汉使十余批出使大月氏的结果。假若是“开

蜀故徼”，那么巴蜀民就不会“窃出”西南夷地区，而

汉武帝为打通与大月氏联系所派遣的十余批汉王朝

使臣，也就不可能在西南夷道上遭遇到“其北方闭氐

笮，南方闭嶲昆明”［４］卷 一 二 三 那样的尴尬局面，受到西

南夷的重重阻碍。“開”、“関”二字，古文形近，今本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用的“開”字，显然是在传抄

过程中因形近而导致的讹误，致使谬种流传，我们自

然不能根据错讹的字义来领会史书所载历史。
据上所论，蜀与西南夷之间早有商道可通，这就

是“蜀故徼”。而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

道”以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二　“五丁力士”与五尺道

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应与古蜀王国“数以

五为纪”有关。史书虽未明言蜀人数以五为纪，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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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崇尚五这个数字，从王室祭祀制度、社会组织直

到宗教信仰，都以五计数，却是斑斑可见，史不绝书。
并且，古蜀的文物制度多以五为纪的情况，也为历年

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

一致性，十分明确地反映了古蜀这一特有的制度。
古代蜀人的尚五宗教观念形成甚早，从目前的

资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４０００年以前古蜀文明

起源时代、今成都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中部大型房

屋内的五座卵石台基［８］，由此连续贯彻到商周、春秋

战国各个时期，其遗风至汉魏之际犹可观瞻。在尚

五观念的支配下，古蜀人发展出了一系列“数以五为

纪”的文化丛：以五为朝代数的王朝盛衰史、以五为

庙制的宗庙祭祀制度、以五为王制的青铜器组合、以
五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以五计数的其他若

干事物，都 是 以 尚 五 观 念 为 核 心 凝 成 的 文 化 特 质。
由此可见，尚五观念已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文

化模式和行为方式，规定并支配着蜀人的精神活动

和社 会 行 为。例 如，青 铜 器 中 的 罍、无 胡 三 角 形 援

戈、柳叶形剑等，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表现出古

蜀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自有其演进规律；然而青铜

器的组合却以五为纪，而为巨制，为王制（从新都蜀

王墓中可充分证实此点），并且同样从商代连续发展

到战国，存而不改，则表明古蜀青铜文化组合方式是

在蜀人尚五观念支配下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它的

发展受到了尚五观念的严重制约。又如，五丁制度

作为古蜀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其具体由来目前尚

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组织形式同样是在尚

五观念支配下发展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至于其他

以五为纪的事物，也莫不受到尚五观念的支配和制

约。［９］

公元前３１６年蜀亡于秦以后，虽然古蜀 文 明 物

质文化形式的发展受到遏制，社会组织形式完全被

秦予以改造，政治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但由

于尚五观念极深地镌刻在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当中，
具有极广大的社会功能和极强劲的历史惯性，所以

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其统治秩序，不得不利用尚五

观念来作为工具，因势利导，以期引起广大蜀人的共

鸣。李冰在兴修都江堰时，之所以“作石犀五头以厌

（压）水精”［１］卷 三，２０２，正 在 于 他 准 确 地 抓 住 了 古 蜀 文

化的宗教观念，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精神实质，
因而他就牢牢把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

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出历史的奇迹。而秦时“略通

五尺道”，也是出于同样的情况，因而成功地“略通”
了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通为郡县”［４］卷 一 一 七，“颇置

吏焉”［４］卷 一 一 六。这些史 例，十 分 清 楚 地 反 映 了 尚 五

观念在古代蜀人和先秦蜀文化中所占有的核心凝聚

力地位。
五尺道的命名同样也是出于蜀人数以五为纪的

制度。《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丁力

士”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家公共工程的修建，而凿山

开道、开辟和维修交通路线又是“五丁力士”的最重

要义务之一。蜀人数以五为纪，所辟道路亦以五计

数，两者之间当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由“五丁

力士”所开 的 道 路，称 为“五 尺 道”，也 是 理 所 当 然。
由此看来，五尺道始辟于蜀人而非秦人，乃是信而有

征的。这也说明，五尺道是古蜀国通往西南夷地区

的道路。
从商周之际古蜀已经形成数以五为纪的制度来

看，五尺道的初通应始于商代。其实史籍关于杜宇

入蜀的记载，已经为这条交通线路开辟的年代在商

代提供了有力证据。史称杜宇为朱提人，朱提为今

云南昭通［５］卷 二 八，由 云 南 昭 通 北 上，经 大 关、盐 津 至

四川宜宾，正是五尺道所经由的线路之所在。杜宇

为朱提僰人（濮 人）⑤，入 蜀 自 当 由 僰（今 四 川 宜 宾）
北上，可见杜宇时期这条道路已经开通。杜宇由云

南昭通入蜀，只可能走这条线路，再从今四川宜宾沿

岷江河谷北上达于成都平原。杜宇为朱提之濮，杜

宇入蜀当是以他为首的整支族群入蜀，否则不可能

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基础，足以在蜀地推翻

古 蜀 王 鱼 凫 氏 的 统 治，“乃 自 立 为 蜀 王，号 曰 望

帝”［１０］卷 五 三，４１４，建 立 起 杜 宇 王 朝。由 杜 宇 从 朱 提 入

蜀“自立为蜀王”，亦可知朱提当时已经属于蜀的势

力范围。至于春秋时期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僰”，则
应理解为开明王对僚、僰之地的实际控制，僚、僰从

此成为蜀之附庸。可见，杜宇氏族从昭通入蜀，表明

五尺道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的事实。据《逸

周书·王会篇》所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

令之词，提到殷畿的正南诸族中有“百濮”，这个殷畿

正南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１１］卷 六。《逸周

书·王会》记载西周初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卜人

以丹砂”，王先谦补注：“盖濮人也。”濮或作卜，见于

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
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１２］卷 二 六 西 周 初 年 正 南 之 濮

进入中原参加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其间通道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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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灵关道或五尺道至蜀，再出蜀之金牛道，经褒斜

道转至陕南 而 达 中 原⑥。这 也 意 味 着，西 周 初 年 从

四川盆地至云南东北的交通线已经开通。
虽然，“五丁力士”之称见于《华阳国志》是在春

秋战国的开明王朝时期，但扬雄《蜀王本纪》并不如

此认为，而是说：“天为蜀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蜀
山，见于古蜀早期的历史，指岷江上游“蜀山氏”之蜀

山，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元妃嫘祖娶

于蜀山氏的蜀山，时代相当早，反映出“五丁力士”之
制在蜀地的初现，至少在虞夏之际就有其萌芽。不

论在《蜀王本纪》还是在《华阳国志》里，“五丁力士”
都常与大石相联系，但大石崇拜并非只是开明王朝

的特征及文化现象，它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三星

堆１号坑的一块自然梯形石块，与理县佳山墓葬的

现象一致，表明至少在商代，蜀人已形成这一制度及

其文化传统。而理县地处“蜀山”之中，它的大石崇

拜遗迹正好证明了大石文化与蜀山的关系。这种关

系又与《蜀王本纪》关于“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

蜀 山，王 无 五 丁，辄 立 大 石”的 记 载 恰 相 吻

合［１０］卷 五 三，４１４，绝 非 偶 然。它 恰 恰 表 明 大 石 崇 拜 与

“五丁力士”的形成年代是在夏商时代，而不是战国

时代。
其实，《华阳国志·蜀志》只是在叙述战国时代

的蜀国历史时才提及五丁之制，这并不等于说五丁

之制形成于战国。历代史籍对有关史事的记述几乎

都是这样，“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无事则不记。由

于战国时代蜀王调遣“五丁力士”从蜀本土出发，远

至武都（今甘肃武都）担土，返回成都为蜀王之妃修

墓，这一举动成为当时的大事，而“五丁力士”在往返

途 中，沿 途 开 山 修 道，又 产 生 了 不 少 怪 异 的 传

说［１］卷 三，１９０，成为蜀人街谈巷议之资，流传久远，为史

官载入史册，当属极自然之事。我们自然不能仅凭

史籍对战国事物的叙述而把这些事物统统看作只是

在战国才出现的事物。
大石崇拜与五丁制度形成于蚕丛氏之时，还有

史可征。《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地在今四川茂县北境的

叠溪。《汉书·地理志》载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
称蚕陵，即“南 过 蚕 陵 山，古 蚕 丛 氏 之 国 也”［１３］卷 一。
蚕丛氏的来源之地，山崖陡险，怪石嶙峋，由其生存

环境而产生大石崇拜，当属自然，这种情况在古代民

族中是共通现象。五丁制度与大石相联系，而大石

崇拜产生于夏商时代，那么五丁之制同样也是产生

在这个时代。这两种制度（王室的祭祀制度和社会

组织的五丁制度）相辅相成，是很有意思的，清楚地

表明了王权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王室正是建立并

凌驾在五丁这种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一为统治者，一
为被统治者。可见，大石崇拜与五丁制度并非神话，
它们体现了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内容。

三　五尺道是蜀通西南夷的重要通道

古蜀与西南夷地区大规模交通的始辟年代至晚

也在商代中晚期，其时古蜀王国已向南发展到今四

川雅安大渡河流域下游，而古蜀文化圈也已扩张到

西南夷广大地区，并在金沙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建

立了永久性 的 居 住 地 点⑦。考 古 学 上，近 年 相 继 在

四川汉源出土古蜀文化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时代为

商周之际⑧。在汉源富林，１９７６年 出 土 商 代 青 铜 器

８件，器物上留有细密的编织物印痕，原应有纺织品

包裹，其中有青铜钺３件、青铜戈２件、凿１件、斧２
件［１４］。当中的烟荷包式钺和蜀式无胡戈，都是古蜀

文化的典型形式，年代在三星堆二、三期之间（商代

中晚期），这表明，继三星堆一期以后，三星堆二、三

期即三星堆文化也同样在向大渡河流域扩展，而其

目的与军事行动有关。
至于蜀与西南夷交通的早期年代，则在夏商之

际，即古蜀王 蚕 丛 败 亡、南 逃 西 南 夷 地 区 的 年 代⑨。
西汉元、成间 博 士 褚 少 孙 补《史 记·三 代 世 表》载：
“蜀王，黄帝 后 世 也，至 今 在 汉 西 南 五 千 里，常 来 朝

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

之际。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 者 蚕 丛 国 破，子

孙居姚、巂等处。”［４］卷 一 三 唐时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巂

州治今四川西昌，均为西南夷重地所在。蚕丛国破，
年代约当夏商之际，正是三星堆文化兴起之时。蜀

王蚕丛后代南下姚、巂之间，世代在那里活动居息，
对于古蜀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立稳足根、世代传承起

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古蜀文化在西南夷地区发生

持续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史记·三代世表》既然记

载汉代蜀王后世能够常至京师朝降输献，那就说明

蜀王后世必 为 当 地 邑 君，这 也 正 是《史 记·三 代 世

表》中褚少孙对所谓黄帝后世“王天下之久远”的举

证，表明蜀王后世从夏商到西汉一直在西南夷地区

保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而又北与蜀地保持着畅达

的交通。
蚕丛氏南迁西南夷地区，绝非孤家寡人，亦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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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随从相从，当是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只有

这样，蚕丛氏后代才可能在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和自

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发展，也才有可能到西汉时

具有往还于中央王朝，“常来朝降，输献于汉”⑩ 的能

力和资格。
又据《水经·江水注》载：南安（今四川乐山市）

“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
南安紧邻僰道，是蜀通五尺道的重要据点，不但曾是

蜀开明王的治所，还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

业经济同西南夷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要冲［１５］。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开明王“雄张僚、僰”，表明

僚、僰之地为蜀国所实际控制，为蜀之附庸［１６］９。僚

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指僰道，今

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还记

载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１７］，应

当是古蜀王国建立在僰道的驻兵之所，目的在于蜀

军进一步前出南中。考古学上，在云南昭通和贵州

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１８－１９］，贵州威宁

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８００年前后，威宁

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３７００－３１００Ｂ．Ｃ，商代

中晚期）的玉器，均说明古蜀文明在云南东部和贵州

西部的传播时代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与历史文献

的记载完全吻合。既有文明的传播，必有传播的通

途。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恰好位于五尺道的主干线

上。这就意味着，五尺道的开通年代，至少是它的初

通年代，一定不会晚于商代晚期，否则对于昭通和威

宁地区在那一时代出现古蜀文明因素的现象，就无

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四　五尺道是古蜀王国的官道

一般以为，五尺道的命名来源于山势陡峭，难以

开凿，所以道路仅宽五尺。这种看法源于三国如淳

和唐代颜师古之说。《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

頞略通五尺道”句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曰：“道广

五尺。”《汉书·西南夷传》“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
句下颜师古注：“其处险阸，故道才广五尺。”其实，且
不说以五尺为道完全违反秦法，决不可能为秦法所

容许，我们只看汉武帝时遣唐蒙通西南夷道，可以将

道路开凿宽 至 丈 余，就 可 知 道 颜 师 古 关 于“其 处 险

阸，故道才广五尺”的说法之不可信。《史记·平准

书》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

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唐蒙、司马相如所

“开路”的 西 南 夷 道，即 指 五 尺 道。据《水 经·江 水

注》记载：“汉武帝感相如（按：指司马相如）之言，使

县令（按：僰 道 县 令）南 通 僰 道，费 功 无 成。唐 蒙 南

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

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痕之迹犹存。”唐李

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戎州》亦
载：“初，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帝建元六年，遣
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
二十（按：十当为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

为郡。”由此可知，五尺道的名称决不可能来源于所

谓“其处险阸，故道才广五尺”，即不可能是由于山势

陡峭、不易开凿、只能道宽五尺而得名。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五尺道是否道宽五

尺，而在于论者将道宽五尺与秦人开凿联系在一起，
从而造成了秦人开凿五尺道的错觉。如果我们仔细

考察史书，立即就可知道，不论《史记》还是《汉书》，
都没有说秦人开凿五尺道，仅仅说秦人“略通”五尺

道，而如淳、颜师古等注家在说到五尺道时，也仅仅

是说道广五尺，并没有把五尺道与秦人开凿相联系。
仅仅因为颜师古在《汉书·西南夷传》“秦时尝破，略
通五尺道”句下注明道广五尺，论者就以为是秦人开

凿了仅宽五尺的五尺道，这显然是误读史书，违背了

史书的原意。实际上，从《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

的“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来看，倒是在秦人进入西

南夷地区以前，五尺道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秦时五

尺道曾经破损，而经由秦人整修罢了。
那么，为什么秦人仅将从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

通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五尺道，而从蜀地进入西南

夷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灵关道却不称为五尺道呢？

这与秦人整修五尺道并沿袭其旧称有关。五尺道为

蜀国“五丁力士”所开凿，原为蜀王国的官道，属于古

蜀王国的国家工程，故以五尺为名，称为五尺道。从

史籍可见，战国时秦人从蜀至西南夷地区，分为两路

南行，东路沿五尺道，西路沿牦（一作旄）牛道（灵关

道），这两条交通线均为蜀时故道。东路的五尺道可

由黔西北通往黔中，历来为秦王朝所特别重视，同时

为笼络蜀人，利用蜀人维修整治，故沿袭蜀时旧名。
而秦沿西路牦牛道南下，其政治军事势力仅达越巂

而止，而且这条道路也没有经过秦人修整，所以其旧

名没有为秦人所沿袭下来。五尺道之所以以“五”为
称，而不是为秦王朝“一断于法”之下“数以六为纪”
的以“六”为称，原因就在于“五尺道”是沿袭古蜀王

国的故道和旧称，而不是由秦人新辟和命名。

０６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事实上，先秦时期不论中原诸侯还是西方秦国，
他们与巴蜀 以 南 的 西 南 夷 地 区 都 没 有 多 少 直 接 联

系，先秦文献对于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也极少记载，即
便五尺道的名称也是由于秦灭蜀以后才见于文献记

载，而西南夷道、牦牛道或灵关道等名称，也都是始

见于汉代文献的名称，至于先秦古蜀王国时期这几

条道路叫什么名称，历史文献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是否亦由“五”命名或与之相关，今已难知其详。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
的记载，秦人在蜀地南部分东西两路南下进入西南

夷地区，一路沿五尺道，在五尺道上“颇置吏焉”，一

路沿牦牛道，在邛、笮“通为郡县”，两道的“略通”年

代均在秦灭前十余年，远远晚于古蜀通西南夷的时

代。而且，秦人所略通的这两道都是沿着旧时古蜀

王国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下，并没有新辟道路，这两

道都在秦灭后就立即恢复了旧日的古蜀关隘，而蜀

商要进入西南夷地区必须偷越五尺道。《史记·西

南夷列 传》记 载 秦 灭 后，西 南 夷 诸 族 立 即“关 蜀 故

徼”。所以，一 当 西 南 夷 脱 离 秦 王 朝 的 统 治，“蜀 故

徼”也就立即随之恢复，蜀商必须偷越关隘才能进入

西南夷地区进行贸易。《史记·大宛列传》载：“然闻

其西（按：指滇、昆明之西）可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

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里所说的“蜀贾奸出

物者”，与《西南夷列传》所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是
一致的，都是指偷越“蜀故徼”南出西南夷地区的蜀

人商贾。所谓“蜀故徼”，是指故蜀与西南夷诸族交

通贸易的关隘或关卡，古蜀王国曾在此设置关卡收

取关税，相当于《孟子》所说中原地区的“关市之征”。
这同时也可以说明，先秦五尺道是古蜀王国时期的

官道。

注释：
①古代西南夷地区，指今四川宜宾以南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②参见：（汉）班固《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九十五《西南夷传》。（汉）司马迁《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一

一六《西南夷列传》作“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常頞或作常颇。

③对于究竟是“开蜀故徼”还是“关蜀故徼”，历史文献 的 记 载 颇 不 一 致。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９年 点 校 本《史 记》卷 一 一 六《西 南 夷 列

传》作“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開蜀故徼”；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点校本《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作“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関蜀故

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海》卷二十四《地理》、卷一七三《汉北边城、外城》，《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通志》卷一九

七《四夷传四·西南夷序略》，宋杨侃辑《两汉博闻》卷五《西南夷传》等，均作“関蜀故徼”、“關蜀故徼”或“闗蜀故徼”。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惠王更元十四年（公元前３１１年），“丹、犁臣蜀”，足见古蜀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力

之强大，即便在古蜀国灭亡后这种影响力还长期存在。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司马贞《索隐》引韦昭云：“僰属犍为，音蒲北反。”蒲、僰二字，音近相通。参考：段

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⑥褒斜道见诸史乘很早。《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以所多易所鲜。”《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漕。”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褒斜道在

商代即见开通。殷卜辞所见蜀与商王朝交往，蜀 文 化 中 所 见 商 文 化 因 素，多 由 此 道 南 入 汉 中，再 入 蜀 之 本 土。武 丁 期 卜 辞

“伐缶与蜀”，缶即褒，可见褒、蜀有路相通。殷末蜀师北出褒斜伐纣，西周末郑之遗民南奔南郑，春秋初蜀、秦商品的流通，战

国时蜀、秦争南郑，蜀有褒、汉之地等等，都说明褒 斜 道 在 先 秦 时 长 期 畅 通 不 衰。故 道 是 北 出 蜀 地、联 系 关 中 的 另 一 条 重 要

道路。因此道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故名。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近年在宝鸡发现的大量早期蜀文化遗物，

即由故道进入。西周早期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建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是故

道（王国维《散氏盘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史林》十，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８８７页）。《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也提到宝

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可见故道之开通，其年代大概与褒斜道相差不远。

⑦⑨这是指蜀王蚕丛后世在姚、雟等地建立的立足点。《史 记》卷 十 三《三 代 世 表》褚 少 孙 补 曰：“蜀 之 先……先 称 王 者 蚕 丛 国

破，子孙居姚、巂等处。”

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在四川汉源发掘，收获甚丰，出土文物中不乏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资料现藏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

⑩（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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